
华侨华人与中国改革开放起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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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史有太多的视角和议题可供

研究，不过华侨华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缘

起和共生逻辑关系，决定了这是一个独特而无

法忽视的视角。中国在经历了 40 年的改革开
放、创造了 “中国奇迹”之后，前所未有地接
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 “凝聚
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这一夙愿的产生发端于
近代中国所陷入的苦难与民族危机，而华侨问

题则是这场危机的结果之一。19 世纪中期，中
国在西方列强的威逼下被迫对外开放，其中允

许华工出国也成为要求清政府对外开放的条件

之一。自此，大量的中国人出国，遍及海外各
地，开启了 “中国侨民无落日”的时代。但是，
清政府国力孱弱，“内则国家渐次沦于次殖民地
之悲境; 外则侨胞备尝苛例禁律之虐待，如坠

深谷，无法自拔”①。因此，华侨问题本身既是
中国被迫开放的结果，又是中华民族遭遇危机

的表现之一。华侨华人由此成为审视中国与外
界关系以及中华民族命运变迁的最佳视角。
作为近代中国衰败危亡的受害者和见证者，

华侨的命运从一开始就与中华民族的复兴息息

相关。近代以来，这一群体在中国民族民主革
命与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
1978 年启动的这场中国巨变中，华侨华人发挥
了先行者、探索者等不可或缺的作用。华侨华
人介绍和引进国外先进的思想、市场经济观念
和管理经验，通过侨汇、投资、捐赠、引智等
方式直接参与、推动改革开放，特别是在引资、
引智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据统计，改革开放
40 年来，侨商投资占中国引进外资的 60% 以
上，侨商投资企业占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

70%，引进的高层次人才 95% 以上是华侨华
人②。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在 40 年间向国内社
会公益事业的捐赠累计已超过 1000 亿元人民
币，他们的捐赠热情和数额还在持续高涨，捐

赠地域和领域不断扩大，捐赠方式和主体日益

多元化，对国内突发灾害和重大事件的捐助尤

为积极③。
华侨华人在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中贡献重

大，但其作用和影响在这一进程的起步期

( 1978—1992 ) 尤为独特和深远，值得深入研
究。这一议题的重要意义是通过另外两个独特
性体现出来的。其一，改革中途停滞、半途而
废的案例在古今中外都不鲜见。因此，改革顺
利起步并逐渐获得不可逆转的动力与势头，正

是确保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前提。中国改革开
放史的分期虽然尚无定论，但是 1992 年在整个
历史进程中的分水岭意义毋庸置疑。在此之前
的试验、起步期，改革创新者与旧体制、旧思
想观念和旧势力一直在进行艰苦的角力、拉锯，
最终在 1992 年实现了质变。邓小平南方谈话和
中共十四大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明

确，标志着中国改革在经历了初期激烈的争论、
徘徊之后，最终越过了市场化转轨在观念和结

构上的临界点，由此进入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和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阶段。④其
二，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华侨华人的作用

和角色就像能让改革者摸着过河的石头。中国
的改革开放从未有过先例和模板来供模仿和学

习，所以充满了不确定性、风险性和开创性。
对此，中国采取了 “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策
略。从改革开放的总体进程和演进路径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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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采取了由点及面、逐步推进的政策。首先
以四个经济特区为试验点和突破口，成功之后

再由经济特区扩展到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随后
扩大到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
带，最后到沿江、沿边和内陆地区，形成了分
步骤、多层次、逐步开放的格局。在这个逐步
试验、探索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没有第一步四
个特区的试水成功，就很难有稍后坚定信心、
继续扩大开放的决定，而这一关键性的起步正

是与华侨华人密切相关。
1978 年启动的改革开放也是因侨而动。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中央酝酿改革开放

的过程中，国内最大的两个侨乡———广东和福
建两省在 1979 年 4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
提出，利用侨乡的优势，放权可以 “先走一
步”。三个月后，经过评估，中共中央、国务院
认可二者 “靠近港澳，华侨多，资源比较丰富，
具有加快经济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决定 “对
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

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

尽快搞上去”，并同意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
门试办出口特区。① 在此后四个特区的试办和闽
粤两省的先行先试过程中，海外华商扮演了关

键角色。从 1979 年到 1991 年，外商对华直接
投资 268． 85 亿美元，其中海外华商投资额约为
179． 32 亿美元，占到 2 /3②。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国基础设施落后、

投资环境不够透明和完善等原因，外资普遍对

中国改革开放缺乏信心，海外华商就成为外来

投资的先行者和生力军，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

了急需的资金。更重要的是，海外华商这种先
行者、探路者的角色和作用对于中国继续改革
开放进程意义深远。对外，在外国资本裹足不
前的状况下，如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因应，中国

改革开放的战略将会陷入一个应者寥寥、难以
为继的困境。海外华商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为
随后吸引更多的外资发挥了榜样与引领作用。
对内，华商投资的成功印证了闽粤两省利用

“特殊政策”发挥侨乡优势的可行性与可能性，
坚定了中国改革者继续前行、扩大开放的信心
和决心。1987 年 6 月 12 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

时表示，深圳特区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现在
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

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
以消除了”③。东南沿海侨乡改革开放成功的示
范作用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其他地区改革的摸

索过程，降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探索成本④，帮

助中国完成了市场经济样本的发育成形⑤。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华

侨华人的贡献与作用至关重要。但是，对于这
一结果和现象，有关研究存在两大缺陷。
第一，学界的大部分相关研究是在民族国

家框架下，以中国为视角来讨论和勾勒华侨华

人对改革开放的贡献。这种以中国为中心观的
叙事，简单化了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忽视

了华侨华人的历史主体性，实际上复制了中国

近现代史领域中曾被批评用于研究中西关系的

“冲击—反应”模式，即中国发出号召，华侨进
行因应或者至少是某些华侨有所响应⑥。华侨华
人与中国的关系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号召
—呼应”模式难以全面揭示华侨华人在改革开
放进程中发挥作用的动力与机制，需要更多从

华侨华人的视角来研究这一群体对于改革开放

的认知—反应变迁。其中，华侨华人如何认识
和把握改革开放的不确定性与机遇性这两大主

题，是还原双方互动过程的主轴。
其一，关于改革开放的起步，国内存在认

识上的偏差和不足。从宏观上来说，华侨华人
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互动并非始于 1978 年。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
序幕，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前中国是与外界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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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绝、铁板一块的。实际上，从 70 年代初开
始，中国已经着手恢复与外界的互动与联系，

特别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后。例如，1971
年中央出台相关规定，依照 “从宽批准”的原
则恢复了对归侨和侨眷出国的审批。随后，东
南侨乡大量民众出国。到 1976 年，福建批准出
国 11067 人，积压待办的申请有 7 万多份。
1972 年，中国与外界关系的变化、中国国内的
变化迅速引起了海外华侨华人的关注。是年初
开始，越来越多的世界各地华侨华人、港澳同
胞要求来华参观、旅行和探亲。为此，1972 年
中央批准恢复华侨旅行社总社 ( 一些地方政府

随后也根据需要成立了华侨旅行社) 加以因应，

成立华侨问讯处，处理华侨、归侨和侨眷的来
信来访、查找亲人等事宜。从 1972 年开始，越
来越多的华侨华人来到中国参观和探亲。例如，
1971 年到 1977 年，前往福建漳州地区的国外华
侨华人就达 3897 人。1978 年 4 月，李先念还专
门批示相关部门要加快建设重点旅馆，特别是

北京和广州，“因为进出的客人特别多，接待任
务很大”①。这一时期中国通过华侨的管道与外
界恢复了联系，华侨华人也返乡探寻中国的变

化。尽管这些变化的力度还较为有限，但它们
是 1978 年发生骤变的重要前奏和铺垫。
其二，1978 年中国启动的改革开放产生了

强烈的反响，但对于这场巨变的真实性与可持

续性，国内外都仍有相当大疑虑。例如，1987
年，习仲勋考察广东这一改革开放的前沿省份

之后，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有几点值得注意，

其中第一条就是 “不少人仍然担心党的基本政
策发生变化”②。这一时期华侨华人对改革开放
也多采取谨慎和观望的态度，所以初期对华投

资多以 “三来一补”和其他小额投资为主，具
有试探性质和追求短期回报的特点。因此，改
革开放初期，面对国内的这些不确定性，从华

侨华人的认知角度可以更好地反观和检视改革

开放政策的有效性。例如，相关归侨侨眷政策
落实后，其积极影响是如何扩散、传导到他们
在国外的亲属、同乡的，恢复、重拾海外华侨
华人对中国的信心与支持的症结点是什么，前者

最关心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哪些改革

和侨务政策、统战措施对华侨华人的冲击力最

大、效果最好，哪些问题和因素又导致这一阶段
华侨华人质疑改革开放的真实性，邓小平南方

谈话与当年华商投资即开始暴增的关系，等等。
其三，对于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邓小

平曾将前者视为中国发展可以借重的 “独特机
遇”③。实际上，机遇是相互的。以往的研究主
要关注华侨华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以及改

革开放对中国自身的影响，而忽略了这一变革

同样为华侨华人提供了独特的机遇，对世界造

成了广泛的影响。爱国爱乡是华侨华人在中国
投资的原因之一，但其本质上都还是投资者，

从长期来看经济收益才是决定和影响其投资行

为的根本原因。华侨华人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
者，二者在此过程中实现了双赢与互利，因而

才能在改革开放 40 年中相伴前行。这些都需要
从华侨华人企业史的角度进行专题和个案研究，

还原和分析华商在改革开放中的成长、发展历
程，以及他们在中国的成功投资和发展是如何

反哺其所在国即将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分享给

其他国家的。改革开放后，一些国家对本国的
华侨华人来华投资持怀疑和猜忌态度，怀疑资

本外流，认为他们对当地国家缺乏认同和忠诚。
华侨华人企业利用中国发展机遇获得成长、回
流返利，不仅可以因应这种猜忌，而且也是在

演绎当下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
共享方案的范例。
第二，对于华侨华人与改革开放的讨论和

研究，多拘泥于单纯的成功史、贡献史的叙事
模式。这种导向的研究又多以数据和事迹来定
性描述和呈现结果，忽略或跳过了政策过程的

讨论，简化了历史的完整性、全面性，导致改
革开放进程中一些基本的环节和逻辑出现断裂

与缺失。这种对过去的选择性解读，就不可能
使我们对现在的了解更加确实④。“事实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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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人们没有首先充分认识造成各种社会现象的

特殊因素以及各种现象最终形成的总体环境，

人们就无法合理研究其静态或动态的情况。”①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受到 “左”
的思想影响，“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广大归
侨、侨眷因为有所谓 ‘海外关系’或其他 ‘问
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往往受到冲击，不少人
甚至成为斗争对象”，“文化大革命”“更是给广
大归侨、侨眷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使许多人蒙受
冤屈，不少人被迫出走，重新去过海外游子的生

活。这许多亲痛仇快的现象，严重伤害了广大华
侨的感情，严重败坏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声誉”②。

1978 年后，中国试图借助海外华侨华人的
力量，首先在两大侨乡省进行改革开放，那么

就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前提，即如何重塑自己

在海外的正面形象，修复以往对这一群体造成

的伤害，赢得国内归侨、侨眷和国外华侨华人
的信任和支持。这是讨论和观察改革开放之后
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逻辑起点之一。以往研
究基本是叙述 1978 年之后中共采取了何种政策
与措施在侨务领域进行拨乱反正，恢复和保障

归侨侨眷的各种权益和利益，进而赢得国内外

侨界的支持与欢迎。历史学的使命正是要研究
我们所观察不到的那些事件③，但这种由此及彼

的两点式跳跃研究，略过了政策制定者、执行
者与政策对象的复杂互动过程，难以总结其中

的经验与教训，同时遮蔽了改革开放的艰辛曲

折过程。
中国在侨务领域的拨乱反正、落实争取华

侨华人政策本身就是一个困难重重、不断克服
阻力的过程。1981 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
历史决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

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在现实中，这一进
程远未结束，解放思想、消除 “左”的影响绝
非易事。至今，中国仍有人怀念 “文化大革
命”，足见破除 “左”的影响与束缚的难度。
习仲勋在 1984 年曾批评说，不少人在侨务工作
中 “首先想到的往往还是什么 ‘海外关系’、
‘历史不清’、 ‘背景复杂’等所谓的问题，因
而心存疑虑，缩手缩脚”④。同年，中共中央统
战部部长杨静仁对当时统战政策落实不得力的

原因总结为 “一方面是有 ‘左’的影响，顶着

不办; 另一方面是有些实际困难”⑤。
困难虽然重重，但是这些举措是中国成功

发挥侨乡优势、争取 “三胞” ( 港澳同胞、台
湾同胞和海外侨胞) 支持改革开放的前提。初
期的改革开放是面向西方的开放，旨在融入经

济全球化。如何对待来自海外的华侨华人与其
在国内的亲属即如何处置与外界的关系，决定

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与最终能否成功。所以，正
如杨静仁所说: “引进先引人，引人先引心”，
“政策不落实，‘三胞’不愿来”⑥。为此，中国
自上而下，在侨务、统战、政协、政党等诸多
层面不断破除 “左”的重重阻力，落实对侨统
战、争取的政策，推进改革开放。例如，侨房
问题复杂，矛盾多，解决难度大。对此，从中
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部门先后出台了大量的

政策、文件、通知来破解这一困局。侨房是维
系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的重要纽带，是祖脉所

系、根之所在，因此侨房问题是侨务政策的重
中之重，是重获海外侨心的良策。一位美国华
人企业家在侨房问题解决之后，深受感动，引

资 24． 6 亿日元回乡投资办厂。⑦ 这些丰富的政
策实践、案例为我们提供了理想的研究样本，
亟须展开实证、个案研究，反思、总结改革开
放成功的经验与教训。这也是史学工作者的职
责，“历史学者最有能力做的是，使人们建立起
与过去的各种联系，借此而解析现在的疑难，

启发未来的潜能”⑧。

( 本文作者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
南洋研究院教授 厦门 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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